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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具有阿舍利技术因素的工具组合已发现于包括百色盆地和洛南盆地在内的多个地区，其不

同于奥杜威文化所代表的石核 - 石片技术体系，反映出中更新世以来中国境内古人类技术演化存在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薄刃斧作为阿舍利技术体系中富有特征性的工具类型，为我们研究遗址的文化属性提供

了重要依据。本文对丹江口库区调查发现的薄刃斧标本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技术、形态以及所占

石制品比例等方面，丹江口库区薄刃斧既表现出与旧大陆西部典型薄刃斧的一致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程

度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可能主要受到原料、生态环境、遗址性质和人群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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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刃斧是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技术体系中一类重要的工具，常与手斧相伴出现，

代表了早期人类技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薄刃斧在非洲和亚欧大陆旧石器早期遗址中均有

发现，随着地理区域的变化，其技术、形态以及所占比例等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变异
[1-4]

。

在中国，薄刃斧最早见于水洞沟遗址
[5]
，之后周口店第15地点、襄汾丁村、三门峡水沟、

汉中梁山和百色盆地等也相继发现
[6-10]

。这些遗址薄刃斧的数量少，其在类型学上的分类

也具有较大争议。洛南盆地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薄刃斧最为典型，数量最多的地区，研究

者已报道了 119 件采集的薄刃斧，并认为“无论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宽泛的定义上讲中国

的旧石器遗址中存在薄刃斧却是不争的事实”
 [11]

。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丹江口

库区发现的薄刃斧进行技术与形态方面的研究，并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1 研究材料和方法

1.1  薄刃斧的定义  

薄刃斧的定义是学术界一直争议的一个问题。以 Tixier 和 Bordes 为代表的法国学者

主张一种严格化的定义方式，即薄刃斧的界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素材必须为大石

片；其次，远端的横向切割刃缘并非第二步修理形成，而是素材背面的片疤或石皮与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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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腹面在远端自然相交而成
 [12-13]

。而以 Kleindienst 和 Clark 为代表的英语体系学者则大多

主张一种包容性的定义方式，认为远端具有横向或斜向的功能刃缘是薄刃斧最为主要的特

征，而其在技术和形态等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异性
[14-15]

。

阿舍利文化时期的古人类，其分布遍及旧大陆大部分地区，如此广阔的地理区域内

包含了不同的生态环境以及原料资源，而灵活的技术与行为策略正是早期人类在各个地区

生存繁衍的关键。在东非埃塞俄比亚的 Gadeb（Locality 8E）遗址，玄武岩砾石是该地区

最为常见的原料，当砾石形态相对扁平时，即以砾石为素材直接制作薄刃斧，尽管其数量

较少
 [16]

。在西欧，则发现更多以砾石直接加工而成的薄刃斧。以英国5个阿舍利遗址（Baker’s 
Farm、Furze Platt、Cuxton、Whitlingham、Keswick）的材料为例，制作薄刃斧的原料主

要为小型或中型尺寸的优质燧石结核或砾石，而能够获得大石片素材的机会并不多。因此，

石片素材的薄刃斧占 29.8%，结核或砾石素材的占 70.2%[17]
。同时，在这 5 个遗址中大多

数薄刃斧的远端刃缘形成于一种特殊的修型技术（tranchet flake，打片方向近平行于远端

刃缘，因而能够最终形成横向或斜向的远端刃缘）
[18]
。 

在 Gilead 对以色列薄刃斧以及 Corvinus 对印度薄刃斧研究的过程中，也都认识到其

他地区薄刃斧的分类方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自己的材料
[19-20]

。本文把薄刃斧定义为阿舍利

工业体系中的一类大型切割工具（Large Cutting Tool），主要特征在于远端具有一横向或

斜向刃缘；该刃缘是薄刃斧制作的最终目的，构成薄刃斧主要的或唯一的使用单元；薄刃

斧的侧边经过修型。在不同遗址或同一遗址的不同层位，薄刃斧在原料、素材、修型、形

态以及所占比例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异。

1.2  研究材料

本文研究的薄刃斧标本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1994 以来在汉水

上游丹江口库区进行的数次野外调查
[21-22] （图 1），涉及标本共计 18 件，其中发现于汉

水第三级阶地的有 15 件（9 处地点），汉水第二级阶地的 2 件（2 处地点），丹江第二级

阶地的 1 件。根据先前调查推测，第三级阶地旧石器地点的形成年代大致为中更新世，而

第二级阶地旧石器地点的形成年代可能为晚更新世
[22]
。从数量上看，第三级阶地马家咀

地点发现的薄刃斧最多，有 5 件，果茶场和红石坎地点各有 2 件，其余地点仅发现 1 件薄

刃斧（图 1）。目前，无论从单个旧石器地点还是整个区域来看，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数

量都较少。这种情况也出现于旧大陆的其他地区，如在英国，38 个含手斧的阿舍利遗址中，

12 个遗址缺少薄刃斧，其余遗址薄刃斧的数量最少为 1 件，最多为 21 件，平均 4.6 件
[23]
；

在法国，距今 40 万年左右的 Terra Amata 遗址中，薄刃斧数量也仅 11 件
[24]
。前者原料主

要为小型或中型尺寸的优质燧石结核或砾石，后者的原料主要为河滩砾石，两个地区都缺

少能够剥取大石片的原料，这被认为是影响其薄刃斧数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25]
。     

1.3  研究方法 

本文从动态操作链的角度对技术系统进行分析，以揭示蕴含其中的一系列技术策略

与决定（decision-making），并探讨古人类的技术与认知能力。

原料是动态技术分析的第一步，根据原料的一系列性质，打制者决定采用何种类型

的素材。在对石片素材的分析中，石片的剥片技术、台面类型和打击方向等将会被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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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丹江口库区含薄刃斧旧石器地点的分布示意图
Fig.1  Distribution map of Palaeolithic sites with cleaver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图 2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修型模式
Fig.2  Shaping pattern of cleaver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白色和黑色各代表薄刃斧的左侧和右侧（white and black stand for the cleaver’s left and right sides respectively ）

在修型方面，本文采用第一步修型（primary shaping）和第二步修型（secondary shaping）
的概念，并通过等比例部位分割的方法，分析标本的修型技术。如图 2 所示，首先将薄刃

斧背面和腹面按照从远端、中部到近端的顺序各自划分为 6 个部分（纵轴为宽的 1/2 处，

横轴为长的三等分处），背面的编号依次为 1-6（如为砾石素材，则以修型较多的面为背

面），腹面的编号依次为 7-12。然后对每一部位的修型情况（包括第一步修型、第二步修型、

未经加工的石片腹面、石皮）进行记录。在此基础上，判断不同原料或素材的薄刃斧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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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类型以及各个部位（远端、中部、近端）的修型状况。其中，修型类型包括两面修型，

即背面和腹面均有超过 3 个部分（＞ 50%）的修型；部分两面修型，即修型较少的一面

也至少有 2-3 个部分（16.6%-50%）的修型；单面修型，即只在一面进行加工，或同时在

另一面也有 1 个部分（≤ 16.6%）的修型。

在形态分析方面，本文采用目前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领域普遍应用的三维扫描技术，

获取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三维形态图形，并通过测量软件进行精确的形态指标测量。在此

基础上，借鉴 Roe 研究东非薄刃斧时设计的各项定量化形态指标
[26-27]

，绘制丹江口库区

薄刃斧的形态分布图，以说明其形态变异特征。

 “观察石器形态的变异是一方面，对其进行富有意义的解释则是另一方面”
 [2]
。例如，

中国手斧（百色、洛南）和旧大陆西部手斧（印度、东非等）在厚度和减薄度（T/B）上

的比较，被用来解释中国阿舍利技术的产生原因，即趋同演化或文化交流
 [28-32]

。一些重要

的因素，如原料性质、生态环境等并没有被研究者充分的考虑。本文采用逐步分析的方法

来解释石器形态的变异，并将影响形态变异的因素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主要指通过技

术分析获得的直接作用于形态变异的因素，比如原料、素材、减核程度等
[33-36]

；第二层次

主要指借助相关分析手段获得的间接作用于形态变异的因素，比如生态环境、石器使用功

能等
[37-38]

；第三层次主要指较难从考古材料及相关学科研究中获取的因素，比如石器制作

者的个体差异、文化传统等
[39-42]

。这里将按照从第一层次到第三层次的顺序推进，有时第

一层次即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有时则需结合其他层次来进行综合分析。

2 技术分析 

2.1  原料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原料主要为当地的河滩砾石，其资源丰富，且临近旧石器地点。

对原料岩性的最新鉴定结果（鉴定报告由四川省地矿局华阳检测中心提供）显示，之前定

名的硅质灰岩应为石英千枚岩，凝灰岩应为粗面岩
[21-22]

。18件薄刃斧中，石英千枚岩（N=9, 
50%）和粗面岩（N=8, 44%）所占比例最高，此外，还有 1 件以石英为原料。对区域内砾

石层的统计表明：石英千枚岩和粗面岩是砾石的主要成分；其最大砾径集中在 2-15cm；

以次圆为主，还有圆和次棱角，磨圆度总体上较高；形态以卵圆和扁平为主；石英千枚岩

内部节理发育；粗面岩硬度较低，内部节理发育次于石英千枚岩。原料的一系列性质对薄

刃斧制作具有重要影响。

2.2  素材

具备剥取大石片（石片长或宽＞ 10cm）的能力，被认为是阿舍利工业体系有别于奥

杜威工业体系的关键
[43-44]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中，以大石片为素材的有 9 件，占薄刃斧总

数的 50%，其中石英千枚岩和粗面岩原料各 4 件，石英 1 件，表明丹江口库区的古人类

已掌握剥取大石片的技术。由于流域内砾石磨圆度较高、难以有合适的锤击角度时，可能

采用摔碰法剥片。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古人类针对当地原料特点的一种特殊的技术适应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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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JZ-46（图 3：1）为例，在与破裂面打击点相对应的背面近端，有一与破裂面同向的

大而深凹的片疤，很可能是摔碰过程中与大石片一同产生的。

此外，石英千枚岩作为流域内常见的一种原料，其内部板状节理的发育为使用砸击

法剥片提供了条件。古人类倾向于选择扁平的石英千枚岩砾石，沿其长轴进行砸击，产生

一分为二破裂的两部分。以这种方法剥取的大石片，其破裂面的石片特征不明显，但近端

常保留有砸击时因反作用力而产生的疤痕。以 YZ-57（图 4：2）为例，其破裂面近端可

观察到反作用力产生的片疤。

大石片素材中，石皮台面的有 6 件，素台面的 1 件，难以确定台面类型的 2 件。除

一件由于磨蚀，难以辨别砾石面外，其余石片背面均不同程度的保留有砾石面，比例最小

的为 10%，最大为 100%（背面全部为砾石面），平均 60%。以上两点说明大石片一般位

于剥片的初级阶段，不存在预制石核技术。从剥片方向来看，从底部进行剥片（end-struck）
的石片数量最多，有 5 件，另有 1 件从底部与侧边交汇的角部进行剥片（corner-struck），

1 件从侧边进行剥片（side-struck），2 件难以确定剥片方向，表明古人类倾向于沿砾石的

长轴进行剥片。

根据原料性质的不同（最初尺寸、形态等），制作者有时也以砾石为素材直接加工

薄刃斧（其中 1 件自然裂开的砾石也归入砾石素材，标本 GCC-49，图 4：3）。砾石素材

的薄刃斧共 9件（50%），其中石英千枚岩的有 5件，粗面岩 4件。以GCC-P34347（图 3：3）
为例，选用扁平的粗面岩砾石，在两侧边进行垂直于纵轴的两面打击，远端斜向刃缘为砾

石面与一大的横向片疤（tranchet flake scar）相交而成。尽管砾石素材的薄刃斧与大石片

素材薄刃斧的技术路线不同，但最终目的都为获得远端功能刃缘，反映出古人类对薄刃斧

最终形态的预见性以及灵活的技术策略。 

图 3 丹江口库区发现的粗面岩薄刃斧
Fig.3 Cleavers made on trachyte from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1. MJZ-46, 石片素材 (flake blank); 2. LW-P6642, 石片素材 (flake blank); 3. GCC-P34347, 砾石素材 

(cobble blank); 4. LK-7, 砾石素材 (cobble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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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丹江口库区发现的石英千枚岩薄刃斧
Fig.4 Cleavers made on quartz phyllite from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1. DD-136, 石片素材 (flake blank); 2. YZ-57, 石片素材 (flake blank); 3. GCC-49, 自然裂开的砾石 

(natural split cobble blank); 4. BTSM-P34330 砾石素材 (cobble blank)

图 5 丹江口库区发现的石英薄刃斧 (SS-55, 石片素材 )
Fig.5 Cleaver made on quartz from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SS-55, flake 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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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修型  

第一步修型主要指对器身的修理，其产生的片疤（第一步修疤）一般超过器身宽度

的 1/3；第二步修型主要指对器物边缘的修理，其片疤（第二步修疤）紧邻石器边缘，尺

寸较小。从不同部位的修型来看，薄刃斧远端两侧边的修型比例（包括第一步修型与第二

步修型）最高，占 90.3%；中部修型比例为 62.5%；把端的修型比例最低，为 33.3%，而

把端石皮的保留比例为 56.9%，表明打制者更为注重对薄刃斧远端两侧边的修型。石英千

枚岩薄刃斧的修型比例与粗面岩相同（均为 58.3%），大石片素材薄刃斧的修型比例接近

于砾石素材（68.5%:56.5%），表明打制者在面对不同原料或不同素材时，倾向于选择连

续的修型策略。从修型类型来看，部分两面修型和两面修型的薄刃斧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50%（9 件）和 38.9%（7 件），另有 2 件为单面修型（图 2）。

对修疤的统计结果显示，第二步修疤的平均数量（10.4）大于第一步修疤平均数量

（4.5），表明修型主要集中在薄刃斧的边缘。从 Sharon 对非洲、西亚和南亚 16 个遗址

薄刃斧全部修疤数量的统计结果来看，北非阿尔及利亚 Ternifine 遗址薄刃斧的平均修疤

数量（第一步修疤与第二步修疤）最低，为 14.7 [43]
，而丹江口库区薄刃斧全部修疤的平

均数量为 14.9，两者都反映出一种较少努力（least-effort）的修型策略。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远端刃缘形成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远端刃缘由石片腹面与业已存在于石片背面的片疤相交而成，如 MJZ-46（图 3：
1）；或由石片腹面与背面的石皮相交而成，如 LW-P6642（图 3：2）；

2）远端刃缘形成于从侧边打击后留下的片疤（tranchet flake scar），片疤可在薄刃斧

的一面或两面，其打击方向近垂直于器身的纵轴，如 GCC-P34347（图 3：3）、LK-7（图

3：4）、DD-136（图 4：1）、BTSM-P34330（图 4：4）； 
3）远端刃缘经有意修理而成，打击方向来自顶部，近平行于器身纵轴，如 YZ-57（图

4：2）、GCC-49（图 4：3）、 SS-55（图 5）。

第一种情况（N=4/18）与非洲典型薄刃斧的刃缘形成方式相同，第二种情况（N=7/18）
类似于西欧薄刃斧刃缘的制作方式（tranchet technique），而第三种情况（N=7/18）则是

古人类根据丹江口库区原料特点因地制宜的一种表现。  

3 形态分析

3.1  测量项目与指标

薄刃斧的形态测量项目主要包括：长（L）、近端到最大宽的长（L1）、宽（B）、

4/5处的宽（B1）、1/5处的宽（B2）、厚（T）、远端刃缘长度（CEL）和远端刃缘角度（CEA）（图

6）。形态指标主要有：拉长度（B/L）、尖状度（B1/B2）、减薄度（T/B）、最大宽位置（L1/L，
有时也被作为尖状度指标）、两侧边汇聚或离散程度（CEL/B）。本文对每件标本进行三

维扫描，并利用测量软件获取所需要的测量值（图 6；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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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丹江口库区不同素材薄刃斧的测量数据表
Tab.1 Measurement data of cleavers made on different blank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素材类型 测量项目 重 (g) 长(mm) 宽(mm) 厚(mm) 减薄度(T/B)

砾石素材

的薄刃斧

（N=9）

范围 748-1886 154.1-236.7 91.6-152.3 39.3-66.9 0.26-0.73

中间值 1144 181.3 105.7 52.2 0.50

平均值 1211.8 180.2 115.9 55.2 0.49

标准偏差 381.2 26.1 21.7 9.8 0.12

石片素材

的薄刃斧

（N=9）

范围 438-1484 128.7-220.5 74.7-121.3 32.8-60.0 0.27-0.80

中间值 844 175.0 101.6 44.1 0.47

平均值 863.1 178.0 98.2 45.3 0.49

标准偏差 296.0 34.3 17.4 8.6 0.15

图 6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三维图形及测量（以 MJZ-46 为例）
Fig.6 Three-dimensional figure and measurements of cleaver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MJZ-46 as an example）

3.2  形态特征    

Roe 通过对非洲 Olduvai Gorge 和 Kalambo Falls 遗址薄刃斧的研究，制作出定量化的

薄刃斧形态分布图，直观揭示了薄刃斧的形态特征
[26, 27]

。如图 7 所示，首先根据最大宽

的位置，将薄刃斧分为 3 种类型：最大宽位置靠近远端（L1/L ＞ 0.550）；靠近中部（L1/
L 介于 0.351-0.550）；靠近近端（L1/L≤0.350）。同时，结合远端刃缘角度（Cleaver Edge 
Angle，缩写为 CEA，是指远端刃缘两个端点的连线与薄刃斧纵轴构成的夹角），将每一

类型再细分为 3 种：横向远端刃缘（CEA 介于 76°-90°）；轻度斜向远端刃缘（CEA 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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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形态分布图
Fig.7 Roe’s shape diagram of cleavers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61°-75°）；高度斜向远端刃缘（CEA≤60°）。在划分出 9 种形态类型之后，针对每一种

形态类型建立相应的坐标系。坐标系横轴为拉长度指标（B/L），比值大于 0.6，为短宽型，

小于 0.6，为窄长型；纵轴为两侧边汇聚或离散程度指标（CEL/B），比值大于等于 1，
表明两侧边平行或分散，介于 1-0.5，表明两侧边汇聚。  

在远端刃缘长度与宽度比值（CEL/B）小于 0.5 时，薄刃斧与手斧的形态具有一定程

度的重叠性。Roe 以 0.5 为分界点来区分薄刃斧与手斧，但也同时指出，分界点的选择只

是主观上的决定，其他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材料决定合适的分界值
[18]
。分界值的选择

并不会对研究造成太大困扰，因为在对手斧形态分析中，我们能清楚地知道具有凿形刃口

的手斧（chisel-ended handaxe）所占的比例。本文对 Roe 设定的纵轴比值进行了改动，增

加了 0.5-0.2 部分，代表两侧边极为汇聚型的薄刃斧（ultra-convergent cleaver） [14-15]
，其远

端刃口呈凿形（chisel-ended or square-ended），有时也被称为具有凿形刃口的手斧。 
对丹江口库区薄刃斧形态分布图（图 7）的分析显示：薄刃斧的最大宽位置在远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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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丹江口库区薄刃斧形态变异的主成分分析
Fig.8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cleaver shape variability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中部和近端均有分布，且三者所占比例相同（各占 33.3%）；横向远端刃缘的薄刃斧数量

最多，有 10 件，轻度斜向刃缘的有 5 件，高度斜向刃缘的有 3 件；从拉长度指标（B/L）
来看，短宽型和窄长型所占比例相当（各占 50%）；两侧边形态以汇聚型为主（N=13/18），

极为汇聚型的 4 件，分散型的 1 件。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定量指标识别出的汇聚型薄刃斧

中包含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其近端为分散型，而远端为汇聚型，此类标本共 4 件。以

YZ-57（图 4：2）为例，虽是汇聚型薄刃斧，但最大宽位置靠近远端，两侧边在近端和中

部呈分散状，而在远端过渡为汇聚状。总体来看，丹江口库区薄刃斧在形态上没有固定的

模式，呈现出较大的变异性。

3.3  形态变异分析

本文选取的用于形态变异分析的变量有 9 个：长（L）、近端到最大宽的长（L1）、

宽（B）、4/5 处的宽（B1）、1/5 处的宽（B2）、厚（T）、拉长度（B/L）、尖状度（B1/
B2）、减薄度（T/B）、最大宽位置（L1/L）。按照逐步分析的方法，我们首先结合原料、

素材和修型等因素，对薄刃斧形态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素材的薄刃斧比不同

原料和修型类型的薄刃斧在主成分分析图上具有更大的分异性（图 8）。因此，原料和修

型对薄刃斧形态变异的影响不大，而素材与形态变异之间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并且这种相

关性主要表现在以砾石为素材的薄刃斧具有更大的宽（B）和厚（T）上，这与形态测量

的结果是一致的（表 1）。 
其次，我们也应考虑其他层次因素可能对薄刃斧形态产生的影响。这其中，当地的

生态环境可能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丹江口库区在更新世期间处于较为稳定的亚热带环境下，

而这与典型薄刃斧所在的非洲热带草原地区的环境有显著不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薄

刃斧的形态，以至技术和所占比例等造成影响。例如，位于非洲中部较为湿热的林地环境

下的 Sangoan 工业，其薄刃斧的形态不典型，且数量较少，而手镐、石核斧（core-axe）、

重型刮削器和轻型刮削器等却是常见的类型，反映一种以加工木质材料为主的工具组合形

态
[46-48]

。而与之处于相似环境下的丹江口库区，是否也表现出相同的环境适应策略？随着

微痕研究工作的开展，我们将会获得更多可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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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结语

通过对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与旧大陆西部的薄刃斧相比，无论

在类型、技术、形态或所占石制品比例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异，而这种变异可能主

要受到当地原料性质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原料主要为汉水及丹

江流域的河滩砾石，砾石中型的尺寸、扁平的形态为直接以砾石为素材加工薄刃斧提供了

条件。同时，原料资源的丰富性和易获取性，以及原料内部节理的发育，使古人类倾向于

选择一种较少努力的修型策略，这在薄刃斧的修型模式以及修疤数量上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此外，丹江口库区薄刃斧的数量较少，这可能与遗址性质和人口数量等有较大的关系。丹

江口库区旧石器地点主要位于河流两岸的阶地上，从目前已发掘的遗址来看，不同地层单

元中包含的石制品数量均较少
[49-53]

，暗示这些地点大多为临时性的活动场所，而非古人类

长期居住的营地，同时也可能反映出该区域的人群规模较小。

由于原料性质等原因，丹江口库区薄刃斧表现出一系列的变异性，这种变异性并非

丹江口库区所独有。在广西右江流域的百色盆地，目前共识别出薄刃斧 17 件，其中 65%
以砾石为素材，35% 采用石片素材

[10]
。无论在薄刃斧的绝对数量还是素材比例方面，百

色盆地与丹江口库区都具有较大相似性，并且两个地区同处湿热的气候条件下，制作薄刃

斧的原料都以河滩砾石为主，原料内部节理发育
[10,54]

。而在原料性质（优质的大型石英岩

原料）与非洲典型薄刃斧地区接近的洛南盆地，薄刃斧在技术、形态等方面则表现出更多

的典型特征
 [11]

。

在讨论丹江口库区薄刃斧变异性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与典型薄刃斧地区存在的

共性，如含有以大石片为素材制作的薄刃斧，并与手斧、手镐等其他阿舍利工具类型伴生。

综合考虑这些变异和共性可知，生活在丹江口库区的古人类已具备制作薄刃斧的技术与认

知能力，并且能够根据当地原料性质等因素，主动的采取灵活的技术与行为适应策略。这

不同于奥杜威文化所代表的石核 - 石片技术体系，而是一种新的技术体系（阿舍利技术体

系）的表现。    

丹江口库区作为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含有阿舍利技术因素的地区之一，在库区约

1000km2 的广阔范围内，均发现具有阿舍利技术成分的旧石器地点，其延续时间可能从第

四级阶地的早更新世晚期一直到第二级阶地的晚更新世
[21-22,55]

。其中，位于第四级阶地的

郧县人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头骨化石，更为我们研究古人类体质演化以及阿舍利技术在该地

区的产生时间和机制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56-58]

。2006 年以来，多家考古单位在丹江

口库区展开了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该区域经科学发掘的旧石器遗址已有三十

余处。作者对遗址发掘标本进行实地观察发现，大多数遗址都出土有阿舍利技术体系的工

具类型，如郧县尖滩坪遗址出土的薄刃斧和手斧等
[57]
。另外，在对存放于十堰市博物馆

库房的采集标本的观察中，一批手斧和薄刃斧标本给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上这些表

明，在研究更新世古人类体质、技术与行为演化等方面，丹江口库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而

丰富的材料，对该地区进行持续和深入的研究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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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toolkits containing Acheulean technological elements have been found 
in several regions of China, including the Bose and Luonan Basins. Compared with the core 
and flake technology of the Oldowan, this is a new complex showing the enhancement of the 
technological and cognitive abilities of early humans. This implies the potential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human evolution in the Middle Pleistocene of Chin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18 cleavers retrieved from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is located at the southern edge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boundar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and it is fed 
by the Han River, the largest tributary of the Yangtze River. During Pleistocene times, this area 
had a relatively stable subtropical environment with abundant plant and animal resources suitable 
for hominid subsistence. Comprehensive chronological analyses indicate that LCTs in this region 
have persisted for a long period, from the late Early Pleistocene to the Late Pleistocene. 

Raw materials for making cleavers are cobbles from the nearby river banks. In total, three local 
raw materials were employed. Quartz phyllite accounts for 50%, trachyte for 44%, and quartz 
for 6% of the cleavers in this sample. These different proportions indicate a clear preference 
for certain raw materials that corresponds with the quality of each rock type. The cobbles in 
this region are generally well-rolled oval shapes. The size of pebbles and cobbles in the gravels 
varies, with lengths concentrated in 2-15 cm range, which has a big influence on the flaking 
methods.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length of cleavers in the sample is 128.73mm and 
235.70mm, and the average length is 179.0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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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kinds of blanks were exploited by these hominids to make cleavers. Large flakes and 
cobbles were equally used, 50% respectively. Among the large flake blanks, free hand percussion, 
bipolar technique and throwing technique are recognized, showing that various flaking techniques 
were used depending on the raw material. Cobbles used to make the cleavers were well selected, 
as they tend to be elongated oval or flat shapes, which can provide suitable platforms and angles 
for direct invasive flaking of the laterals. The size of the selected cobbles was more or less 
uniform, a size comfortable for holding in the hand. 

To explore the intensity of shaping, the number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ars are counted. 
There is a clear pattern that the average number of secondary shaping scars (10.4) is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number of primary shaping scars (4.5), which indicates that more shaping was 
conducted to refine the edges than to shape the body of the piece. And the total average number 
of scars (14.9) i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with most western Acheulean cleavers (the lowest 
average scar number is 14.7 for the Ternifine site, North Africa), which manifests a least-effort 
strategy in shaping and/or a property of the specific raw materials. On the topic of shaping 
patterns, nine cleavers are partly bifacial (50%), seven are bifacial (38.9%) and two are unifacial 
(11.1%). And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shaping for the distal end (both edges) is 90.3%, for the 
middle portion is 62.5%, and for the proximal end is 33.3%, reflecting that the distal end is the 
functional part of the tool. The formation of distal functional edges is done in different ways: 
First, similar with typical African cleavers, the cleaver bit was form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large 
dorsal scars and the ventral surface, or sometimes the dorsal face can also be cortical (N=4/18); 
Second, similar to European cleavers, they were made by the tranchet technique with the tranchet 
flake scars parallel to the cleaver bit (N=7/18); Third, as an adaptation to the local raw material, 
they were made by intentional shaping of the distal edge, with the blow parallel to the main axe 
(N=7/18). 

Analysing morphology using Roe’s shape diagram method shows that there is no standardized 
pattern of the shape of cleavers, but that they display much variability.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aw material and the type of shaping do not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However, it appears that blank type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morphological variation. This is displayed in the greater breadth and thickness values of cobble 
blanks than flake blank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etric data.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cleavers, we infer that the people in 
the Danjiangkou Reservoir Region possessed the technological ability of manufacturing cleavers. 
Moreover, this implies that they were also applying flexible adaptive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raw materials, palaeoenvironment, etc. This indicates a similarity of cognitive abilities 
between early humans in the East and West. 

Key words: Danjiangkou Reservoir; Cleaver; Technology; Morphology; Adaptive strategy   


